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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阅读本报文章

□ 本报记者 薛金丽

　　提到中国法制史教材，许多法学学子的脑海中
或许会浮现出枯燥的朝代更迭、生硬的法条罗列，以
及千篇一律的“固定配方”。然而，有这样一部教材，
它打破了按朝代顺序铺陈的“老八股”，试图在“法
制”与“社会”之间建立深刻的对话；它秉持“读者本
位”，将厚重的历史写得如同悬疑故事般引人入胜。
这便是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建
鹏倾注二十余年心血打磨的《中国法制史讲义》。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对话邓建鹏教授，跟随他
的讲述，探寻这部被誉为“有创见、有温度、有性格”
的法制史教材背后的缘起、特色与价值，倾听一位学
者“重新发现中国法制史”的初心。

打破“千人一面” 寻觅法史灵魂

　　记者：您拥有深厚的史学与法学双重学术背景，
又有着丰富的海外交流经验。是怎样的契机促使您
决定耗时二十余年，撰写这样一部与传统教材风格
截然不同的《中国法制史讲义》？
　　邓建鹏：这是一个在长期教学与研究中逐渐萌
生的念头。不妨回想一下，许多法学生读完《中国法制
史》后，脑海中留下的往往是一串朝代的更迭，或是
“立法+刑民事+司法”这样较为固定的体例。如果大家
读完觉得像是在翻阅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档案，这其实
反映了以往教材编写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局限。
　　我数过，光是在咱们国内，叫“中国法制史”的教
材和著作，至少有360种，加上“中国法律思想史”教
材，超过440种，成果蔚为大观。但在繁荣的背后，我
们偶尔也会遗憾于教材面貌的相对单一。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千人一面”的情况？
　　邓建鹏：以往的教材多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种
分工合作的模式虽能集思广益，但也容易导致全书
难以贯穿统一的学术主线，各章节的风格与观点有
时难以完美契合。这就使得知识点相对分散，初学者
往往很难借此看清法制演进的清晰脉络。
　　教材本应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载体，如果不设
法注入鲜活的思想，可能在无形中扼杀初学者的兴
趣。正是带着填补这一遗憾的初衷，我耗时二十余年
写就了这本讲义。我希望能借此向读者证明：教材也
可以有创见、有温度、有性格；读法律史，本身就应当
是一次充满乐趣的探索。

重塑演进脉络 透视社会深层

　　记者：我们注意到，《中国法制史讲义》在结构上
没有采用大家最熟悉的朝代编年体。这种“骨架”上
的重塑，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邓建鹏：传统的法制史教材，基本采用“夏商周
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民国”的编年体写法，或者早年更
僵化的按“从奴隶制法制到社会主义法制”的五种社
会形态切割。这种写法在普及常识上卓有成效，但也
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历代法律都是随朝代
更迭而断裂重来的。然而，法制有其自身的发展逻
辑，未必与王朝的更迭完全同步。
　　为此，我打破了既有框架，把中国法制史重新梳
理为六个阶段：初创期、公开化时期、儒家化时期、律
典成熟期、反律典化时期、律典衰落期。这是想让大
家看到法制自身演变的内在肌理。
　　比如，从春秋战国到秦，为什么法律会从秘密走
向公开？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儒家思想是怎样像盐溶
于水一样渗透进法典的？唐律为什么能成为中华法
系的巅峰？到了明清，律典为什么又会走向衰落？
　　这些变化，有些和朝代更替同步，有些则滞后或
超前于政治变革。只有跳出一朝一章的框架，才能真
正理解法制变迁的“所以然”。

　　记者：在有了全新的“骨架”之后，您又是如何为
这本教材注入“血肉”的？
　　邓建鹏：我试图建立“法制”与“社会”的对话。全
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就是这个法制演变的主
线，以国家制定法为主体，讲历代法制的演变及其原
因。中编是四个专题——— 皇权政治、法家思想、伦理
社会、儒家思想，这四条暗线从秦汉到明清一以贯
之，影响着传统法制的底色。下编讲传统法制的瓦解

及西方法制移植
到中国后艰难成
长的历程。
　　我希望更多
地探讨法律在特
定社会中“为什
么”会这样运转。
比如，讲唐代法
制，我不只讲《唐
律疏议》的立法
技术多么精湛，

还会讲它为什么能和儒家伦理结合得如此完美，又
为什么能影响整个中华法系。讲明清法制，除了讲律
文，还会讲社会巨变（唐宋以来封建性家族社会向平
民社会转型）对法制发展的冲击。法律从来不是悬浮
在真空中的文本，它是在具体的社会冲突、权力博
弈、观念交锋中长出来的。

秉持读者本位 开启时空对话

　　记者：有书评人评价您的这本教材“把法制史写
成了悬疑故事”。在读者体验的优化上，您作了哪些
独特的设计？
　　邓建鹏：我设计了一整套阅读辅助系统：每一章
开头，设置了“预读文献与思考”，引导读者带着问题
进课堂；正文中穿插“想想看”，提醒读者随时停下来
串联知识；章末的“课后阅读文献”按通俗普及、学术
进阶和原始历史文献分为三类，满足不同层次的需
求；最后，还附有无标准答案的“课后深度思考题”，
旨在倒逼读者跳出书本，去真正地独立思考。

　　记者：除了体例设计，听说您在语言风格和新版
增补上也下足了功夫？
　　邓建鹏：这本书的语言，我刻意追求通俗易懂、
生动活泼。比如，我是这样写战国时期的变法家的：
“当诸如吴起、商鞅以及后文将提到的李斯这样的法
律精英统治者如何向民众挥舞屠刀，给他们建造坟
墓的同时，也为自己掘了一个深坑；当法律精英为整
个社会设计一套权利不可侵犯的保障制度时，他才
可能为自己设计一个平静生活的后花园。”
　　一门学科的探讨，不单单只是“知道”或“知识”
而已，它是一种持续实效性的积累，最终才能培养出
“反思”的智慧。所有的疑难字词，我都加了注音或注
解，我不希望任何读者因为几个生僻字就被挡在读

书的门外。
　　第三版《中国法制史讲义》中，我作了两个重要
的增补：一是精选数十个代表性司法案例，用经典案
例阐明法制运行中的经验与教训，揭示历史智慧；二
是新增了50张高清图片，让这本书读起来更有现
场感。

汇通历史当下 滋养现代法治

　　记者：您希望《中国法制史讲义》最终能带给学
生怎样的给养？
　　邓建鹏：不可否认，法律史在当下法学教育中有
时面临被边缘化的处境。若仅将其视为史料的堆砌
与朝代的背诵，它确实容易沦为一门点缀性的学科。
但若能借此透视制度背后的思想，厘清中华法治文
明的脉络，它便能为现代法治建构提供丰厚的文化
滋养与规范参照。
　　司马迁说，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
之言”。一本好的法律史教材，也应该有“汇通”之意：
汇通前朝与后朝制度，汇通制度与社会，汇通历史与
当下。

　　记者：所以，学习法律史的最终落脚点，其实是
在“当下”与“未来”？
　　邓建鹏：是的。我希望读者能感受到，读法律史，
不是为了背诵那些已经死去的条文，而是为了获得
一种历史素养，一种分析问题的思维方法，最终是为
了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的法律从何而来，又将向何
处而去。
　　这本书我写了二十余年，修订了三版，参考了前
人数百种研究成果。我不敢说它是完美的，但我可以
说，它是带着观点和诚意写出来的，是一个学者独自
面对中国法制数千年历史时，交出的一份答卷。
　　如果读者是一位法学本科生，我希望这本书能
让其在大学一年级的课堂上，不再觉得法律史是一
门“不得不修”的课，而是一门“幸好修过”的课。如果
读者是一位法律史爱好者，我希望这本书能给其提
供一幅清晰的中国法制变迁地图，以及一些按图索
骥、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门径。
　　旧时法制已逝，法律史学者将它重新鲜活地呈
现在世人眼前。把那些消失的生命唤回并启示今人
的，当永为师表。我愿以这本小书，向中国法制传统
致敬，也向各位读者发出邀请：让我们一起，重新发
现中国法制史。

□ 李力

　　一般认为，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即以法家思
想作为其治国理政的主导方略。梁启超在1906年
发表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一文中，首次称之
为“法治主义”。
　　作为一名法制史研究者，笔者特别想了解的
是：在崇尚法家“法治主义”的秦国乃至秦王朝，
其基层小吏的法律生涯是怎样的？

中日学者共同关注的秦吏

　　作为正史的《史记》，是不会记录这些小人
物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状况的。极其幸运的是，
1975年，中国考古学史上首次发现的1150余枚
睡虎地秦简中，包括10个简册，其中6个为法律
文献，即《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
抄》《法律答问》《封诊式》，共计600余枚简，对
此后秦法制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学术意义。另
外4个为《编年记》《为吏之道》和《日书》甲、
乙种。
　　《编年记》有53支简，逐年记述秦昭王元年

（公元前306年）至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统
一全国的战争等大事，同时记有一个名叫“喜”的
中心人物的生平及其相关事项，为我们提供了秦
始皇时代南郡基层社会中一个小吏的法律生涯
的鲜活实例。
　　特别有趣的是，中日两国学者均为这个小人
物“喜”所吸引，产生了浓厚的写作欲望，几乎不
约而同地出版以“喜”为主题的著作：2021年，日
本学者宫宅潔在京都的临川书店出版《一位地方
官吏的生涯：简牍讲述的古人的日常生活》；次
年，中国学者鲁西奇在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喜：
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

睡虎地11号墓的墓主考证

　　“喜”和睡虎地秦墓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在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云梦睡虎地秦
墓》中，考古工作者写道：“睡虎地11号秦墓中所
遗留的墓主人骨的骨架很完整，并存有萎缩成拳
头大的脑髓，其葬式为仰身屈肢葬”。经武汉医学
院人体解剖教研组鉴定，死者为男性，其“颅骨标
本应为一中年人、年龄估计在40—45（岁）之间”。
　　1977年，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判定：“睡虎地
秦简的性质，大部分是法律、文书，不仅有秦律，
而且有解释律文的问答和有关治狱的文书程式。
应当指出，11号墓的墓主很可能就是《编年记》中
提到的‘喜’。据载，‘喜’这个人生于秦昭王四十

五年(公元前262年），在秦始皇时历任安陆御史、
安陆令史、鄢令史及鄢的狱吏等与司法有关的职
务。《编年记》止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
该年‘喜’是46岁。根据医学部门对11号墓人骨的
鉴定，死者刚好是四十多岁的男子。由此可知，这
座墓以大批法律、文书殉葬，正是墓主生平经历
的一种反映。”
　　那么，睡虎地11号秦墓主人“喜”的生平具体
如何？其与睡虎地秦简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喜”的家庭情况与政治履历

　　“喜”有“敢”与“速”两个弟弟，其父母双亲先
后亡于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二十年（公
元前227年）。此外，“喜”本人育有两个儿子（名为
“获”与“恢”），和一个女儿（名叫“穿耳”）。
　　根据最新的研究，可将“喜”的政治履历复原
如下：
　　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17岁，成年而被
登记在册。此后，因其父亲为“史”而进入官立学
室学习“史”的书写技能。
　　秦王政三年（公元前244年）八月，19岁，学
“史”期满三年，通过结业考试，成绩合格，因而获
得“史”的身份，从此开始步入仕途。三个月后，担
任南郡安陆县某乡的“乡史”。
　　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22岁，晋升为安
陆县“令史”。
　　秦王政七年（公元前240年），23岁，转任鄢县
“令史”，主掌“治狱”。
　　秦王政十三年、十五年（公元前234、232年），
两次从军。
　　秦王政廿一年（公元前226年），37岁，升任南
郡郡“属”，即郡守属吏之一种。
　　由此可知，“喜”所担任的主要工作职位就是
“令史”——— 直属于县令、丞的县廷成员，不仅是
书记官，而且负责司法审判事务。另据研究，郡守
会派其属吏前往下辖的各县巡视举劾、报闻情
况。“喜”的一生所从事的主要就是审判、监察工
作，可以说，这就是他的法律生涯。
　　1983年，李学勤先生在《江汉考古》第2期发
表的《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一文中指出：“我
国历史上有不少以书籍随葬的记载，在古墓里发
现书籍实物的事例，史不绝书。书籍用来殉葬
必然是死者生前读用或爱好的，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是死者身份和思想倾向
的反映。”
　　据此，睡虎地秦简
这10个简册，应是
其墓主“喜”

生前作为基层法律工作者使用过的私人书籍，在
其死后被随葬入墓。

睡虎地法律简册的三大功用

　　在此，大致可将睡虎地秦简的6个法律简册
分为三组，由此可窥见“喜”担任“令史”、为南郡
“属吏”的主要工作范围及其工作任务之一斑。
　　第一组，秦律条文摘抄本，包括：《秦律十八
种》，201支简，108条律文，18种律名；《效律》，60支
简，22条律文；《秦律杂抄》，42支简，约27条律文。
这是“喜”在担任安陆县令史和鄢县令史（秦王政
十二年之前）之职时，从事文书管理及其它相关
行政事务的使用物，其母本很可能出自某级官方
机构。
　　第二组，审判工作手册。即《法律答问》，210
支简，有187条“问答”，是秦律特定用语、概念的
解释或司法审判的指南；《封诊式》，98支简，卷首
2节是有关审理案件的原则与具体要求，其余23
节则是若干类案件爰书的文书格式模板。这是
“喜”在鄢县担任令史专司“治狱”（即审判工作）
时的必备使用物。
　　第三组，《语书》14支简，是秦始皇时期的法
律文书，当是“喜”为南郡之属吏时，在被派往各
县巡视工作中使用过的文书抄本。
　　此外，《为吏之道》是针对官吏的训诫性读
物，《日书》（甲乙种）则是以择日为主的数术文
献，在当时被用作官吏个人的规则和言行指南
手册。
　　“喜”与秦始皇为同时代之人：比秦王政（始
皇）大三岁，但比他早死七年。尤其是“喜”远远地
见过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

（公元前219年），始皇第二次出巡时，“之衡山、南
郡”，南“至湘山祠”，又“自南郡由武关归”。其归
途正应经过安陆县。而时任南郡郡“属”的“喜”就
在安陆。他恰好目睹始皇路过安陆，因此刻意将
此事记入《编年记》：“今过安陆。”
　　秦汉史学者邢义田先生认为，“喜”最后一件
记事，是“将个人的生命与帝国的命运交织成篇，
似乎反映了他对有幸参与帝国创建的骄傲”。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  
本版制图/高岳  

□ 杨金权

　　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和施政之要。
南宋时期，正值内忧外患，一批重臣名士深忧国事、
怜恤生民，自觉创造和践行了以“抚民以仁”“存心以
公”为核心的政绩观，并深刻影响着南宋司法的表达
与实践。
　　这些事实被清楚记载于现存最早的司法判词和
政府公文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名
公集》），该集由宋人汇编朱熹、真德秀、吴势卿、胡
颖、范应铃等名臣公文、书判而成。
　　南宋名公们在司法实践中，以前述政绩观为指
引，既追求天理人情、明辨是非，也要求严守国法、不
滥施轻重，以实现“仁政为民”的施政理想。这种以民
为本、崇尚廉洁、追求公正的政绩观，与兼融了依法
裁判、情理平衡和事实求真的司法观，是中华优秀传
统法律文化的具体体现。

为政之先：“无一毫蔽”“无一点污”

　　关于“清明”二字，《名公集·后序》是这样解释
的：“《吕刑》曰：‘明清’。于单辞说，《书》谓：‘明无一
毫之蔽，清无一点之污，然后能察其情，民受祥刑，斯
为哲人。’”“清明”二字稍不同于原文中的顺序，蕴含
了时人对司法名公为政品格和工作操守的理解。
“清”在“明”前，意即“清”是为政的前置要求。
　　所谓“清”，即是“清正廉明”。正如南宋名臣、著
名理学家真德秀曾在《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中所
讲的“廉”一样。他系统性地提出了以“为官四事”

（廉、仁、公、勤）为核心的为政要略，位于“四事”之首
的，便是“律己以廉”。廉何以如此重要呢？其原因在
于“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
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
赎。”廉洁是士大夫为人处世的基本要求，也是为政
奉公、为民解忧的基本保障。在他的认识中，“廉洁”
虽然只是仁人君子的基本要求，但却是为官从政的
“第一道关口”，也是明辨是非、抚境安民所仰赖的人
格根基。只要能够坚守廉洁自律这一“小善”，就能节
制“请托谋私”“枉法裁判”“草菅人命”等“大恶”。倘
若吏治不清、持身不洁，纵是周密之法，也会在营私
舞弊和请托送往之中歪曲变质。
　　所谓“明”，即“无一毫之蔽”，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不
能为胥吏、讼师等人所蒙蔽，亦不能为徇私而枉法，置国法
情理于不顾。为官之人，不仅要拒绝干扰，还要明辨是非，在
厘清事实的基础上，分清责任，恰当裁断。真德秀在《禁苛
扰》中明确要求各级官员胥吏：“官司所当明辨是非，如果冒
犯刑名，自合依条收坐。”这就是对于明察秋毫、据实定案的
强调，也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求真、务实倾向。
　　因此，名公们所追求的，就是在“无一毫蔽”“无一点污”
的基础上，尽可能洞悉人情、查清事实，进而明辨是非，实现
真正的公平正义。正所谓，“清明，不睹昧也。”如果无此二
者，或者缺少其一，公正就不过是一句空话，或者只是偶然
事件。唯有以廉洁自律筑牢贪腐防线，才能确保手中权柄不
偏不倚地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之上，经得起天理、人心和国法
的反复检验。

为政之要：“抚民以仁”“存心以公”

　　在“无一毫蔽”“无一毫污”的精神追求之下，南宋司法名
公们所秉持的为政原则，突出地表现为“抚民以仁”和“存心
以公”。可以说，这两点充分代表了名公们为政的基本价值取
向，是其主政一方、推进治理、造福百姓的思想基础。
　　“抚民以仁”是核心原则之一，意指“为政者当体天地生
万物之心，与父母保赤子之心。”若待民“有一毫之惨刻，非仁
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身为官员，身系一方民众之福
祉，“发一残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发一掊克心，斯民立被
诛剥之殃。”但是，发一善心，普通小民就能安然谐和；发一耐

心，为恶之人或许就能幡然悔改。另一位名公——— 吴
势卿，在发布禁约榜示时讲：“民之受害，偶未至死，而
不能伸诉者何限，况又饿杀、冻杀及困苦疾疫而杀，官
司又以无痕伤，而俾得漏网，苟有仁心者，宁不为之痛
心疾首。”以仁心待民是诸多南宋名公共同的心声，也
是他们秉持和实际践行的共同为政信念。
　　与之相依存的是“存心以公”。时人将其解读为：
“开诚心，布公道……故曰：本心日月，利欲食之。大
道康庄，偏见窒之。听信偏则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则
赏僣而刑滥。惟公生明，偏则伤闇。”可见，“存心以
公”主要有三项具体要求，一是不能偏听偏信，二是
不能喜怒由己，三是不能谋私利，“狥货贿则不能
公……党亲戚，畏豪强，顾祸福，计利害，则皆不能
公。”如若私心涌起，“则是非易位，欲事之当理，不可
得也。”

司法转化：“是非有理”“轻重有法”

　　真德秀曾在《谕州县官僚》中总结道：“公事在
官，是非有理，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
可骫公法以狥（徇）人情。”其中的“是非有理”“轻重
有法”就是在“无蔽无污”的精神追求和“抚民以仁”
“存心以公”的为政原则指导下，塑造出来的核心司
法理念。
　　“是非有理”，意即是非判断依从于“理”，“理”则
出于天。天理有常数，是非亦非主观，皆是天道使然。
如果司法官员在裁判中，罔顾是非，不顾事理，就是逆
天而为、悖理而为。正如胡颖在《弓手土军非军紧切事
不应辄差下乡骚扰判》中批评胥吏说：“居巡尉之职
者……幸有一人当追，则恨不得率众以往，席卷其家，
以为已有，理之是非，一切不顾。”为了惩戒这种行为，
这位名公判两位胥吏各杖责一百，并于赃款收缴完成
后，再将其充军服役。
　　“轻重有法”，则是说罪刑轻重皆由法律规定，如
果官员舍弃律文，随意轻重，就是公然破坏国家法
制。正所谓“重其所当轻，而轻其所当重，为政如此，
非谬而何？守令亲民，动当执法，舍法而参用己意，民
何所凭？”因此，“轻重有法”所强调的是官员应当严
格依法行事，不能掺杂个人的情感或观点，使裁判悖
反律法、轻重失宜。

　　“是非有理，轻重有法”的提出，高度概括了以真西山为
代表的南宋士大夫群体一生所孜孜追求的“理”与“法”辩证
统一的境界，也是传统中国法律理论发展的一次重要创造。
　　在《名公集》记载的“因奸射射案”中，范应铃对县尉司
违反法律规定任意处理司法案件予以严厉驳斥，并对案件
进行了改判。
　　贫户黄渐在私塾教书，其妻却因东家与僧人之间纠纷而
被无故牵扯，县尉草率认定其妻与二人有奸。县尉司竟不辨
是非，对黄渐与二人杖责六十，并将其妻以“射射”方式送予
军兵为妻。范西堂得知后，愤怒质问：“此何法也？……如此断
事，安能绝讼？”他明确指出，本案应当以法律明确规定的犯
奸条文为准据，在查明是否具有犯奸事实的基础上，经由丈
夫诉告，才能受理和审判，并指出违法违规之处：一是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丈夫本人又没有告诉，怎能轻易受理并下判
呢？二是“射射”只适用于妻子与三人通奸或者无夫无家等情
形，本案怎能任意适用呢？三是并非官员却受理白状、非司法
机关却径行判决，是严重的违法。他怒斥县尉司：“以政事杀
民，此其一耳。”事后，将各胥吏处杖一百，僧人押外管束。
　　总之，南宋名公们的精神追求、为政原则和司法理念是
一体多面、互相融通的，其本质追求皆在于“仁政为民”，与今
日所讲“为民造福”一脉相承。当然，“相承”意味“相通”，并不
是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今日所讲的“为民造福”是最大
政绩，政绩观的背后始终是“人民立场”。它时刻警醒着各级
官员和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法治信仰，
心系民之关切，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写一部有温度、有性格的《中国法制史讲义》
——— 对话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建鹏

大时代小人物“喜”的法律生涯

开栏语

　　法是文明的刻度。简牍是中华法治文明最早的刻度之一。
　　两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先人已在竹简木牍之上，一笔一画地镌刻下规则的模样。法律史学者深谙：这些深埋于地下、尘封千年的文字，并非冰
冷的史料，而是可以被娓娓道来的法律故事。
　　为了更好地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本报特开设“简牍与法治”栏目。该栏目由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长期深耕出土简牍与中国法律史
的学者李力担任主持人，专业学者在此将简牍里的法律故事娓娓道来。我们愿以这一方版面为窗口，让古老的中华法治文明以鲜活的面貌与读者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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